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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摘要：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中不稳定性因素的大量增加、新客体的快速扩展以及地域性与国际性的冲突加剧使其内外利益冲突愈加明显。其中，外在利益冲突表现为5组正当利益的非对抗性矛盾：权利主体投入与产出、权利保护与农业科技发展、融入规则与改变规则、权利主体与资源提供者、独立权利与多元利益；与此同时，外在利益冲突进一步加剧其内在公-私权属性竞合，公权介入私权的强烈倾向引发对农业知识产权独占性私权性质的质疑，并将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等同于公权救济介入，且过多的公权介入对私权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农业知识产权法领域内的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的对抗矛盾，而是正当利益的排序性选择问题，不应借助排除法进行消除，可通过动态、进化的视野寻求多元利益实现、利益衡平公共性达成与社区发展权注入等共享普惠机制来解除，以解决好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内外利益失衡问题，确保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绩效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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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unstable factor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new object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n the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ystem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ly. Among them, the external interest conflict is manifested in five groups of non-confrontational conflicts of legitimate interests: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right subject itself,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change of rules, rights subjects and resource providers and the independent rights and multiple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the external interest conflict of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further intensifies the internal "public-private" propert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strong tendency of public right to intervene in private right lead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exclusive nature of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equal to the intervention of public right relief, and that the excessive involvement of public rights also produces a certain crowding out effect on exclusive private rights.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s not an irreconcilable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but an issue of the ordering choice of legitimate interests, therefore, it should not be eliminated with the help of exclusion method, but through the dynamic and evolutionary vision to seek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ple interest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quity of interests and the injec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right and other shared and universal benefit mechanisms, so a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performanc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conflict of interest; interests in equity

                           
                           
----------------------
收稿日期：2020-06-27，修回日期：2020-08-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基层矛盾的纠纷化解共建共治机制及其风险预判研究”（18ZDA166）

                          
                         
[bookmark: _Toc422493736][bookmark: _Toc422493733][bookmark: _Toc418300121]1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的蓬勃发展，生物和信息领域的知识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产业，在本质上是推动知识从无形资产向生产要素的一种转变，并且这些新兴知识在生产关系中日渐占据重要地位，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并驾齐驱。该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农业经济模式，开创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并奠定了农业进入国际竞争领域的基础。此种状态带来了法律层面的变动，特别是在民法领域，传统民法调整的重点正在转移[1]，知识产权在社会整体财产权的份额大幅度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地位显著提高[2]。知识产权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及发展，将对整个法律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亦如此。
[bookmark: OLE_LINK5]地域性是国内外学者基本一致认定的属于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3]，特别在全球贸易一体化加速的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制度中共有的国民待遇原则便是对于其地域性一定程度的突破。而法律趋同化的出现以及以高度联通为特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确立等，都大大削弱了知识产权地域性特质[4]；同时，在互联网技术普及应用的新时期，对知识产权专有权的法律限制提出了新的考验：如何平衡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对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应当趋向于强化还是弱化[5]？法之衡平在于利。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的推动，网络知识产权的传播速度和效率相比与过去得到了显著地提升，权利人对其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所能获得的利益也进一步扩大[6]，相应地，就应当以对权利人的专有权加以适当地限制和弱化的对价方式进行调整[7]；从另一层面来看，为实现社会对新兴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应用，带动认知、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发展，限制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成为应然的手段[8-9]。而数字化技术使得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的复制性无比高速、便捷、简单和低成本，此种趋势也让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本难以控制知识产权保护对象被进行复制，从而使得知识产权的被模仿、被获得性在总体上得到增强[10]。
农业知识产权法作为一项经济法，其运行无论具体形态各异，却始终立足于权利的本源要素。权利和义务是法的一体两面，法律从调整权利的角度出发实现其功能[11]。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其全球性带来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开放性扩张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内容，可持续发展性凸显了知识产权地位的至上化，主体性促使知识产权主体更加多元，知识性导致了知识产权形式的无形化[12-13]。因此，需要清晰、准确界定这些变化着的权利现象，并对法权关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特别是应当从法理和法律制度层面上去映射权利的变化，既呼应了知识经济社会对权益的保障需求，也顺应了现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要求。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知识产权法中所涉及的内部属性发生的一些嬗变基本认同，如地域性、专有性及其扩散方式等，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知识产权法的“外形”面去看待，且基本没有将农业知识产权嬗变的特性进行区分。本研究认为，从某种程度而言，法律关系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法律的权利与责任都是围绕着利益分配展开。其中，法律权利就可以看作是利益产生、获取和分配的依据；法律义务则是对利益获取的一种限制、约束，而法律责任更多体现为利益的剥夺或负项。本研究更侧重内在利益平衡打破的视角，除了在工业知识产权范畴内探讨农业知识产权的部分共性利益变化，也分析其所独具特性中的利益关系及变化，从而对农业知识产权在相应的法律关系调整即利益的识别与平衡中展现更多精准性和针对性。
2  风险因子的识别
17世纪，现代工业知识产权制度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相伴而生，一直到20世纪末期新诞生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带来了21世纪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技术和经济社会变化对知识产权制度安排提出更高的标准。其实，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其与经济增长就一直呈现显著的互动关系，并在其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进行调整，而新的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基因技术等新知识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基本置于知识产权框架下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规制运用越来越不顺畅，农业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这种长期的动态平衡受到较大的冲击，农业知识产权本身也面临着新的创新机遇[14]27。当然，总体而言，在面临众多外在问题和冲击时，制度以其自身动态的自我完善不断化解矛盾冲突[15]。然而，有些问题不能不进行预警性的分析，因为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农业知识产权的制度基础，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矛盾的进一步剧烈化，始终会以一定的方式爆发出来。
2.1  影响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稳定性的因素大量增加
由于知识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大程度上摆脱客观物质条件限制的独有特性，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中[16]，因此，与相对稳定的经济相比，法律的稳定性必然处于弱势；另外，随着不断的技术创新，人们对于新事物的认识也越来越趋于理性，这不仅导致一些新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产生，还带来了新型法律关系的诞生，在一定层面上动摇了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且不稳定性因素大量增加[17]。综合分析与农业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的内容可以发现，新的保护类别不断地充实到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体系中以及新的法律关系不断调整的一个大致轨迹。根据《转基因作物全球商业化20周年纪念暨2015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的数据统计看来，1996年转基因作物在全世界的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km2，而到2018年已经上升到191.70万km2，经过20年的发展，累计种植面积达到2 500万km2，农民因转基因作物的发展获得了超过1 500亿美元的收益【补著录文献来源】。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构成的多元化，相关法律的制度规定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成不变的法律制度会从根本上限制社会的进步，因此应当力求增强法律的不确定性，即需要在制定法律的技术层面上增加更多的公理性而非具体性的规定。从法律的发展上而言，越来越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进一步减弱了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增强了不确定性，法律在具体运用和落实过程中亟需更多的法律解释和法官的自由心证[18]。这使得知识产权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强化了人的主体作用，激发了人治与法治的传统制度矛盾；同时，法律自身在稳定性、继承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相互博弈与平衡的经典课题，在新时期、新形态下结合农业生产的生物性、季节性、周期性、风险性等特点，就继续复杂地凸显在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践中[11]。
2.2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新客体加速扩张
农业知识产权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可以获得保护，这个问题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中也就是对农业知识产权客体的确认。财产权制度的相关历史演变轨迹证明：财产法一直以来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而财产权的客体制度则是这个开放的制度体系中最为活跃和最为基础的部分[19]。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形成、发展及不断完善、变革的400年中，知识产权客体的扩充与知识产权制度整体的完善始终同步演进，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以客体的不断完善和调整来进行表象演变。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领域的扩宽，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亦扩张为区别于一般意义农业领域的专利、商标、著作权的传统知识产权结构，而成为更具包容性和专业功能性的制度。农业知识产权的客体，是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中最直接并与农业科技、经济、文化这些客观因素相关联的客观要素，是第一性的，它将从源头改变农业知识产权领域内一系列的法律构成要素。今时今日，农业知识产权在制度上似乎也在逐渐淡化其产生及其在很长一段时期调整的依据框架的历史痕迹——工业知识产权，微生物、植物品种、基因技术、遗传资源、地理标志纷纷进入其中，他们有以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类别的形式进入，如微生物、基因计划、农业商业方法的保护制度，或者基于特殊性建立了新的专门法的保护制度类型，如植物新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生物遗传资源的相应法律保护程序。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农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变革，这些已建立起来的制度也不可能停滞于某个时间点，从当下知识经济形态下农业科技发展趋势来看，基本可以预见在若干年内，鉴于动植物新品种、微生物、生物遗传资源（基因序列）等生命物质在其保护过程中对于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审定及测试存在着合理的共性标准要求，以及在其后续利用过程中涉及利用方式、保护模式、利益分享的特殊性，建立分门别类的各种保护制度存在繁杂、交叉冲突的难题。因此，寻找这些客体在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等共同的规律和要求而建立专门统一的法律制度，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必要性，在实践上也具有可行性。
2.3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地域性与国际性的双重压力
知识产权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是指在一国法律下产生的知识产权，仅在本国内具有排他性使用权，而在其他国并不会得到承认[20]。也就是说，一国仅保护依据本国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而并不保护依据他国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有学者将地域性理解为人的主观产物，即在法律制定过程中通过人为因素限制了其在地域范围之外应具有的法律效力，并不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客观性使其不能具有域外效力，因此在未来的农业知识产权立法过程中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予以适当更改，从而实现农业知识产权跨域甚至跨国的法律保护，认为这不仅适应了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也能够有效化解国际知识产权纠纷，有利于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人类技术的进步和发展[21]。农业知识经济在新时期出现了科技超速化发展、知识网络化传播、贸易制度国际化以及经济贸易全球一体化等新特征。从本质上看来，逐渐开放的农业知识产权国家化趋势与法律效力的地域性具有天然的矛盾性，限制知识产权在域外范围的法律效力，只会让国际侵权行为盛行，因此，从国际社会的治理角度来看，突破和淡化农业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寻求跨国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必要，甚至在理想状况中，从制度上允许和保障农业知识产权的广泛传播应用，能够推进全世界范围内农业领域的科技进步和农业发展[22]。当今世界，各国都努力通过签署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强化了农业知识产权在国际范围内的法律保护和合作，但是当前国际法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以及独立性原则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保护农业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农业智力成果、农产品商标和标志产品并不是全球各国都承认，或者说不是都可以得到同样的保护。也有一些发达国家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性这一现代经济现实需要在领土外适用本国法为由，试图援引治外法权实现本国农业知识产权的单方国际保护【补著录文献来源】，然而此种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因干涉别国内政遭受到多重抵制。
3  外在冲突：五组非对抗性利益的权衡
旨在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发展的利益需求即为发展的需求，旨在对权利追求利益保护的利益需求则为权利保护的需求。对于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当对权利主体的保护需求得到满足时，则会对某些发展需求的自由度产生一定的约束，保护权利的需求与社会对于农业科技、农业知识量积累的需求均为正当性、合理性的利益要求，两者都为法律应当努力保护的正当利益，此种利益冲突并非“你死我活”的冲突，而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冲突，但由于受时空限制而往往难以同步实现，从而产生了选择上的冲突和踌躇，进而形成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进展中5组非对抗性的冲突。
3.1  公共属性与财产权属性如何把握
[bookmark: _Toc418300124][bookmark: _Toc422493737]在知识产权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的对立统一体中，知识产权是私法一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将始终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主旋律，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在重视农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运用和保护中，并不是意味着农业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属性减弱，或可由公权任意侵犯、介入私权[20]。我国由于急需给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因素，长期以来过于强调农业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而忽视其财产权的私法属性。以涉农专利为例，其制度规制本应使相关权利人在自己投入产出创新成果的使用收益与购买他人创新成果的使用收益比较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以及在购买他人创新成果的使用收益与使用已经进入共有领域的现有技术的使用收益比较中占有优势；此外，创新成果的市场收益在创新成本和维权成本的比较中也应当占有优势[23]22。可见，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下，实现知识产权制度效益最大化的方案应当是首先是知识产权权利人对原始收益的取得，否则人人坐等购买他人创新成果，社会创新激励及创新产出将无从谈起[24]。因此，一些有远见、有实力的企业会组建自己强有力的研发部门，抢占自主创新的先发优势。
3.2  权利主体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如何兼顾
[bookmark: _Toc422493738][bookmark: _Toc418300125]知识经济时代的兴盛，既要求大量知识爆炸式地产生，又要求知识高效地传播与应用，从而形成知识推动经济的周期性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其私权本质属性的激励来刺激知识的产出，这是其存在的基本功能与宗旨。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初创期，人类的创新活动更多处于一种无序、分散、偶发和零散的状态，在此阶段，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创新者的积极性成为政府着重考虑解决的首要问题[23]17。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尽管在政府公共政策框架下是以作为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调节器而存在，但其本质是一直倾向于权利人，这种思维惯性是其存在的根本所在，并将贯穿于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始终。近年来，我国相关立法和一些国际公约、双边协议等都在具体内容的创设中加大了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从而以更强的力度和更大的广度强调了对农业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保护。因此，知识产权垄断、内聚、个体、私人的权利体系与知识经济社会对开放、公共、公益、公众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客观需求间的冲突，就显著而具体地表现为如何对社会公众利益与权利人利益的兼顾和平衡上。过分地强调对农业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绝对保护，会给权利人更多的借口或理由以滥用权利，以至于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和损害公共利益，更大的危害是妨碍新知识的产出、交易、推广及应用，从而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既要保护个体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权利，特别是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粮食安全、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有着很强的正外部性溢出效应。
3.3 融入国际规范还是改变规则
[bookmark: _Toc418300126]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一体化是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与农业经济、农业科技的相关法律体系国际一体化进程相伴而生，尤其要求与农业科技、经济联系异常密切的农业知识产权法应尽可能地融入到国际一体化进程中，为农业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交易与流通扫清障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各自有其利益驱动点及其所能掌控的实质利益范围所在，而由于经济基础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各种上层建筑的不同，从而反映在各国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层面，即对农业科技、新品种等农业智力成果的保护模式、标准和水平也自然有着较大的差异。从南北经济协调发展的长远层面来看，发达国家要想顺利地推行其所主张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就必须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国情及相应的经济权益有所顾忌，并给予其合理发展空间，否则只会招致其他国家更多的不满与抵制[25]。只有逐步缩小两者之间对于农业科技、农业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等农业知识产权成果保护的差距，才能最大限度地共享农业知识产权国际化惠益。我国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也需要高度重视过于“拉高”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将会给本国农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应把握这样一种策略：既要进入融入规制也要改变规制，尤其应参与一些新规则形成的国际知识产权的制定、修改的谈判中，坚守农业知识产权合理适当保护的原则，力争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尽可能朝着我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bookmark: _Toc422493739]3.4  权利主体与生物遗传资源提供者间利益的争夺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还涉及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传统农户在其农业生产实践中承担着保全生物遗传资源的功能，通过农户在自然环境中的农业生产来种植（养殖）、育种及不断地选种，而使得生物遗传资源的价值得到保全和不断优化。此外，农户间的种子交换、种养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关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的进化和优良生物遗传基因资源的扩散[26]。因而形成这样一种秩序：研发机构使用生物遗传资源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以改良现有品种和增加基因信息储备；育种者在育种过程中使用生物遗传资源培育新品种；种子公司使用培育的新品种结果进行繁殖和出售种子；生产经营者则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种子。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生物遗传资源是种子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商业性的育种者可依据其享有的育种者权利获得收益，但其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到优质种质资源来培育出新的品种，而优质种质资源的提供者似乎在这个过程中被遗忘了，他们没有任何补偿机制来获得自己相应的惠益分享[27]。因此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农民和育种者的直接利益分配存在着绝对的非对称性。为此，200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在遗传资源财产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农民权”的概念，该权利并不代指农民拥有特权，也并不是民法中所强调的农民的权利，而是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范畴下，对农民在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之上所付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一种权益肯定[28]。其后，FAO在商议协定的5/89【表述不明】中将农民权界定为：一种源于农民，特别是原产地中心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保留、改善和提供有效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贡献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当授予作为现在和将来几代农民受托人的国际共同体，以确保农民的所有利益并支持农民继续作出贡献，同时实现《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约定》的所有目标[29],此后，农民权以权利（“rights”）的形式出现在国际条约中，FAO也明确提出将努力以农民权利这一概念来协调与约束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站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农民权利尽管在许多细节方面偏向于一个抽象而模糊的概念，但这一概念的被广泛接受表明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在保护生物遗传资源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得到全球的一致认可[30]。可见，如何协调资源提供者和农业知识产权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也是农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任务。
[bookmark: _Toc418300127][bookmark: _Toc422493740]3.5  技术红利追求与生态伦理坚守
对于农业科技创新特有的“双刃剑”效应，人类已有切实的感受，如转基因食品，或许如下评价创新的可接受性更为贴切：一项创新，如果带给人类的惠益、福祉大于灾难、负效应，则这种创新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则应当遏制或有条件地使用[31]。例如人类利用转基因技术对生物基因进行改造，超越了自然生态系统遗传、变异所遵循的基本进化规律，而在当期人们还无法预测这些经过非遵循自然遗传和变异而被认为改造后的基因在新的遗传环境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和后果。换句话说，人类暂时还不能完全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肯定。此外，转基因技术产品因为产量高，导致其价格相对低廉，根据价格与供求规律，其消费群体自然会以低收入者居多，那么问题又来了，转基因食品的食用风险就会过多地分摊到这些人身上，而他们中往往又以弱势群体居多。最后一个最具潜在威胁的问题是，由于人类创造的转基因生物被逐渐引入或转化到了自然环境中，这难免会影响和威胁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及其运作的稳定性，诸如转基因生物由其耐虫性、耐病性、耐杂草性，久而久之是否会使得更为厉害的超级害虫、超级病毒、超级杂草的产生，从而给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预料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而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往往无法逆转，因为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链条，其中某一链环被破坏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链条的运作[32]。如果指望仅仅利用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不断完善和调整来减小这种威胁的危险性，肯定是力不从心，但通过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的设定来反映人类对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和基本的原则把握，则是大有可为的。
4  内在失衡：农业知识产权公-私权属性的竞合
在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中，利益识别与平衡的过程会发生知识产权公权属性与私权属性间的竞合。从农业知识产权的本质来看，其作为一项专有性的民事权利，具有排他性和绝对性，这是农业知识产权的私权独占性特征。然而，由于受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影响，我国民众对于凸显公权性质的行政机关依赖程度较高，而对于私权独占性所应寻求的诉讼意识则相对淡薄，加之农业科技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使其相应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有着公权性质的天然渊源[20]。上述5组正常利益的非对抗性冲突更是农业知识产权外在的利益冲突的一种体现，而其自身公-私权属性两个方面的竞合则使其外部利益失衡进一步加剧，知识产权制度所调整的体制关系中的权力分配出现了动荡。
4.1  农业知识产权公权介入私权的强烈倾向
从知识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来看，知识产权是作为一种对智力成果的垄断而创立，同时被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加以确认。如我国《民法通则》专节指出：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有关其产生、变更、终止、行使和保护的相关规范都可适用于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到19世纪末，随着国家集权的完善及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对民事权利在其原有的确认、保护职能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管理职能，如早期的专利和商标既是一种民事权利权，同时又被划分为政府公共管理内容的一种产权，从而成为一项具有国家意志力的经济权利。基于合理的产权界定以激励权利主体的历史传统，无论是主权国家立法部门还是国际合作组织，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最后堡垒。
公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的介入。在农业知识产权体系中，涉农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都必须由国家专门机构（如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等）设定的专门程序来确认，此种形式的确认显然与其设定的前提条件将私权的自然权利学说作为理论基点特征有了较大差异。如欧盟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建立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头到脚体现着一种“经济权利”的特征，其1992年颁布的《第2081/1992号条例》和2006年颁布的《第510/   2006号条例》均开篇点名地理标志保护对于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多样化的重要价值意义，这体现的是一种区域（国家）公共政策的运用，从而构成了区域（国家）行政权力深度介入农业知识产权制度运行过程的格局，从而严重动摇了农业知识产权有关财产权归属的一般原则。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中已不可回避地纳入了更多的公法规范，出现大量的公法性质的特别法，也叫专门法。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正由传统意义上的私权蜕变为一种私权公权化的权利，此趋向乃是构建知识产权制度中利益平衡机制的需要所在，也是国家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制度公权介入的结果[20]。这也暗合了当前农业知识产权私权公权化的国际潮流。
4.2  对农业知识产权独占性私权性质的质疑
[bookmark: _Toc418300122]一方面工业商品的根本特性是内聚的并可占有的，而信息服务的根本特性则是发散的、可共享的，对于信息资源的完全垄断性保护将无法适应信息时代，另一方面在工业经济社会中，由于知识更新速度相当缓慢，需要创设一种垄断性的权利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需要对涉农知识的法律垄断性进行重新审视。知识经济重视知识的创新，也重视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农业经济更是如此，在这个前提下，社会化的信息网络才能为民众和社会提供更为先进和便捷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刚性环境，只有便捷、低成本地获取所需知识，才有利于更多新知识的产生。因此，涉农知识的创新、生物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更替和加速以及知识经济对于公共知识库的依赖，都对知识产权的排他性所带来的法律垄断提出了挑战，私权第一、神圣不可侵犯与公共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凸显，以至于一些学者和农业产业界人士对于农业知识产权体现独占性和垄断知识的私权性质及其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然而，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其实也并非单纯地保护产权人的排他性使用权，有关其制度宽度的设定就实质表明其还是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调节器[14]27。这样，在赋予农业知识产权权利人排他性使用其权利的同时，又对其设置了多方面的约束，从而确保社会公众对农业知识产品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利用和分享，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同时，鉴于我国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和薄弱性现状及其正效应的外溢性和公益性显著，要求政府对农业知识产品的市场以公共政策手段的形式进行干预，这样，通过制定有关知识产权的政策、法律制度，不仅授予农业知识产品成果的创造者以排他性使用权，还通过政府购买、强制许可、农业补贴等形式，对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重大的农业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进行行政干预性执法，这为对农业知识产权私权本质性质的质疑又添力证。
4.3  将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等同公权救济介入
农业知识产权本身也是一项民事权利，因其私权特性因而会需要借助权利行使来达成产权保护。我国知识产权法是一种以行政保护为主导的“双轨制”，主要由以行政执法为代表的公权救济来进行保护，而对于公权以何种程度去介入一直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制度设计需要着重考量的问题。目前所存在的一种明显错误的思维是，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就一定意味着公权救济介入的常态化。如此，将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简单地等同于向加强农业知识产权公权介入靠拢，比如行政执法，这同样会使得“维权成本低、侵权代价低”的说辞得到了夸大。因此，即使在某些范围内存在此类问题，也需谨慎精细化处理，否则只会治丝益棼[33]。为了更好地把握农业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与公权救济介入两者之间的区别，常常需要依照和遵循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基本规律，从而更加精准地定位公权救济的价值性。公权的介入必定是需要以权利人的主张为基本前提，同时还需要考虑相关的侵权行为是否已经侵害到公共利益。农业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属性与其所带有的公共政策色彩并不矛盾，其公共政策属性更是可以体现在其私权的塑造过程中[20]。总之，农业知识产权作为基本的一项基本公共政策的属性应采取法治化途径的内化之路【表述不明】，并不应当将此属性以及对其保护的强化视为采取更多随意性公权救济主动介入的法理依据。
4.4  过多的公权介入挤出私权效应
农业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分支，由其涉农性决定其产业的基础性与市场主体的天然弱势性，因而更需公权救济的介入，然而，一旦介入过多的公权，则容易对权利人寻求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产生弱化效应，这将带来与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本质属性背离的结果[28]。主张权利保护原本属于权利人自己的私事，国家主动出击式的“大包大揽”并不利于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长远来看，这并不是可持续性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之路。因此，即使目前的境况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维权意识较弱，但仍应当加以培育和保护，从而逐渐形成一种良性的内生式诱导入正常法规制渠道的模式【表述欠通达】。如若制度建设与环境培养与塑造是公权层面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农业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权利主张、争议解决等问题才是私权层面要处理的问题[20]。可见，对于农业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分工解决，其实质凸显的就是公权与私权界限的把握。在全球知识经济浪潮中，发达国家在私营部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有目的地使出一些“暗招”，如将农业知识产权的权利实施责任从权利人转移给政府，从而使权利人既得到利益又无需履行责任；又如推动一系列的误解【用词搭配不当】，使发展中国家动用公共资源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使其为刺激创新也会因产权的行政执法的公权介入过多而缩小【表述欠通达】。
5  农业知识产权利益冲突的衡平
农业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前行是农业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和扩展，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求可持续性的一种实践智慧。对于农业知识产权法中的缺陷，学者们采取的方法往往是制定更多的制度、规则，或者强化更多的激励，然而，这都无法给予制度前行所需的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强调多元利益的共同实现，主张承认并合理界定和保障多元利益来促进法律制度的优化升级。
（1）正当利益的非对抗性冲突应采取权衡、协调之法来处理，以有效的参与和沟通协商来实现利益衡平的公共性。农业知识产权法作为一项衡平农业科技进步的利益需求与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需求的社会工具，其表现形式能够基于现实条件的约束以及问题紧迫性的时空优序作出安排，从而形成一种利益协调的机制，使得多层次、多元的利益实现成为可能，也使得农业科技与生态伦理、个体权利利益追求与公共利益间的协调成为可能。依据德国学者阿列克西【补著录文献】的价值权衡理论，此种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只是利益所存储的价值发生了冲突，不能用牺牲一方利益来进行解决，而应采取权衡、协调之法来处理。农业科技进步的公共利益与农业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保护，特别是以社区为单位的集体农业知识产权，如地理标志保护、生物遗传资源集体提供者等均涉及公共性，这类事务是可以采取以多元、不同利益主体的有效参与以及沟通协商来促进利益的识别和平衡达成公共性，即将农业知识产权的利益由独享转为共享、由独惠转为普惠。因此，解决方法应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博弈后的妥协方案，在此方案中，各类正当利益之间的非对抗性冲突能够得到衡平。如此，一方面有效兼顾了农业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专有权利益要求和社会公众的自由接近信息的利益，最终使得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对信息接近有限的抑制扩张了信息的总量，促进农业科技知识总量的增加，并为更大程度的农业科技信息自由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借助有效的沟通协商来为社区发展权的公共性理念【表述欠完整通达】，发挥社区惠益共享制度，以系统地促进农业知识产权资源及其保护的双向度互动式发展。
（2）农业知识产权法的公-私权利矛盾协调的基本策略应基于公权介入的差异度与回归私权保护主导的综合定位，现阶段需要继续强化农业知识产权的公权属性的部分功能。根据我国自身的农业发展历史、文化与国情以及农业知识产权所独具的产业特性，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应的阶段应当充分发挥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所具有的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但相关的总体趋势应当是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直到仅保留制度创设与环境培育的功能。当前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急需国家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来推动，可以继续保持农业知识产权的部分公权功能，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因产业特性而谨慎对待；对于涉及较强公权性的行政执法介入，如农业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以及行政仲裁等，要逐步弱化，而对其民事纠纷的行政调解则可鼓励，行政查处（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的范围和力度也需进行适时调整，对于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行政处分、行政法制监督、行政服务等则需持续保持和强化。当然，农业知识产权公权介入还应尽可能以侵权行为同时危害公共利益为前提。然而，从长远来看，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更需要回归其私法的本来面貌。农业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是探讨其创新保护的出发点，而创新保护又是其私权属性的内在要求，这作为一种大趋势走向，不会因为经济形势的起伏而改变，也不可能因为行政执法力度的强弱而有所变化。
（3）社区发展权的注入促进多元利益的共享普惠，将以农民权为基础的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权注入社区发展权等公共性理念，通过社区惠益共享性制度，系统地促进我国农业生物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向度互动式发展。一方面，农业知识产权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也可以是国家。在现代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中，农业生物遗传资源难以获得保护的重要原因是被认为缺乏明确的主体，即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认为农业生物遗传资源在其保存和流传过程中找不到原始拥有者，也无法明确具体的生物遗传资源的持有人。农业生物遗传资源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公共属性，必然要形成对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进路的突破，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从内部裂变为寻求一种双向度互动式发展，而社区是这种互动支点的现实载体。农业社区的权利主体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法律属性以及集体性，可以将其作为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权的公共性保护路径的现实载体，而社区发展权为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的公共性知识产权保护路径提供了坚实的法律逻辑[31]。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是产生惠益最理想的法律基础，而这也是分享的前提条件【补著录来源文献】。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是我国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权保护的核心内容，其中对于农村社区和农民权益应给予倾斜性制度配置，并应直接反映到“事前知情同意”等制度之中[32]。我国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应首先明确承认农民在其中的巨大贡献，并适当安排农民分享的具体顺序，同时应构建一种趋向于以政府主导的公法管制模式。首先是明确知情权先导，落实事先知情同意机制。事先知情同意是农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只有建立明确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的相关管理机构、运作渠道和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知情权。其次还应完善农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协议制定和实施程序。再次，还应在保护区域生物遗传资源的同时，更多地考虑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社区的农民、原住民对于保护和培育生物遗传资源所作出的贡献，并将对他们权益的尊重和保护融入到相关机制的选择和创设之中，如对于培育农业生物遗传资源成果显著的社区可以以奖励或补贴的形式给予经济补偿。
6  结论
【按照学术论文的篇章结构安排，结尾部分应为“结论”，对全文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并基于研究框架、结合现实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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